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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观象

深度对话，解读现象

黄河大合唱（油画）
刘宇一作

第4968期

抗战音乐凝成一个救亡主题，慷慨
激昂，英勇悲壮，坚强厚重，贯穿 14年
的抗战历程。在沈阳北大营，在上海吴
淞口，日本侵略者燃起战火，也点燃了
中国人民抗战的怒火和激情，使抵御外
侮、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再
次被激发出来，于是便有了抗战音乐。
从《抗敌歌》《吊吴淞》到《义勇军进行
曲》，从《大刀进行曲》到《游击队歌》《抗
日军政大学校歌》，从《在太行山上》《到
敌人后方去》到《黄河大合唱》以及抗日
民主根据地的音乐，抗战的歌声响彻长
城内外，响彻大江南北，一个依托抗日
救亡歌咏运动的救亡主题得以呈示、展
开、变奏，最终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再造、
重现，汇成巨澜，达到高潮。正是这个
救亡主题，使抗战音乐成为 20 世纪中
国音乐的壮丽乐章。

抗战音乐也蕴含着一个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启蒙主题。它使身处战
火中的人们，仍能通过音乐感受到个体
的光芒和力量，感受到个性解放和心灵
的自由。正是在抗战歌声的感召下，无
数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更深刻地感受
到了民族被践踏和蹂躏时的切肤之痛，
进而意识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认识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最终在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团
结抗争与投降卖国之间作出了正确的
选择。这就是抗战音乐的启蒙。这是
一种更为深邃、厚重的思想主题，作为
一种来自音乐的人文关怀，已不仅仅是
那种旨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
的现代启蒙，而且还是一种以新民主主
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启蒙。尤其是左
翼抗战音乐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作
为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
主义文化，更是一种以人民幸福、民族
复兴为初心和旨归的启蒙。由此可见，
救亡并未耽误启蒙，而且推动了启蒙；
或者说启蒙伴随着救亡，启蒙寓于救
亡。于是，救亡与启蒙成为抗战音乐中
两种相得益彰的精神力量。对于中华
民族的抗日战争，这种寓于抗战音乐的
救亡和启蒙具有同等地位，不仅在抗战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具有
超越时代的意义，如同《义勇军进行曲》
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
句歌词，将永远不会过时，并将不断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精神动力。

的确，相对于抗战音乐的救亡，其启
蒙意识是隐含的、深邃的，被救亡这一宏
大叙事所遮蔽，不大容易被觉察。在国
统区的抗战音乐中，如九一八、一·二八
事变后的《抗敌歌》《旗正飘飘》《冲锋号》
《吊吴淞》，华北事变后的《松花江上》，卢
沟桥事变后的《长城谣》《大刀进行曲》，
淞沪会战后的《歌八百壮士》及 1938年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心转移到武汉、桂
林后的《故乡》《嘉陵江上》，都发出了救
亡的呼声，凝成了救亡的主题，但同时也
充分表达出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所
以启蒙意识显而易见。尤其是《松花江
上》，它告诉全体东北军官兵，其父老妻
儿正在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和践踏。正
是这浓厚的家国情怀，打动了在西北与
红军作战的张学良部官兵，为红军与张
学良部、杨虎城部之间的停火及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形成作出了重要贡
献，其启蒙意识毋庸置疑。

再看左翼抗战音乐和抗日民主根
据地音乐，其救亡意识与生俱来。这
在早期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
《救国军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抗
日军政大学校歌》《游击队歌》、抗战进
入相持阶段后的《在太行山上》《到敌
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以及全国各
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及东北抗日联军
音乐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世
纪经典的《黄河大合唱》，用黄河象征
中华民族，用黄河的宏大气魄象征中

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用黄河奔流不息、
勇往直前的气势激励中华民族不屈不
挠、团结一心、抵抗外敌，救亡图存，将
全民族的救亡意识诉诸母亲河的巨澜
和怒涛。左翼抗战音乐和抗日民主根
据地音乐中的启蒙意识同样可贵，更
不容忽视。比如在《义勇军进行曲》
中，启蒙意识和救亡意识一样强烈，特
别是歌词，作为让四万万同胞猛醒的
警句，提醒处在民族危亡之际的人们，
如果你不愿做亡国奴，那就起来去战
斗吧。再如，《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
章《黄河船夫曲》以船夫历经艰险到达
彼岸来象征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接
着是“时代歌手”对黄河的赞颂、“民族
诗人”对黄河的呼唤，使人置身于史诗
般的艺术境界。在这番诗意的、理想
主义式的表达后，音乐将人们带回到
严酷的现实中，从黄河东岸一片凄凉
的叙述到两个流亡者的对话，再到一
位妇人的悲惨控诉和她不堪忍受耻辱
的投河自尽，将一种巨大的苦难和悲
痛呈现在人们面前。最后，音乐进入
幻想和诗意的境界，在激情澎湃和热
血沸腾中对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作了
展望。在这种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艺术
表达中，蕴含着强烈的启蒙意识。尤
其是流亡者的对话和妇人的投河，都
旨在启迪和唤醒广大民众。这里还要
特别提及，那些旨在加强根据地民主
建设的音乐，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夫

妻识字》《减租会》《惯匪周子山》及歌
剧《白毛女》作为一种新民主主义文
化，更具有启蒙意识，其中的改造“二
流子”、开展识字运动、减租减息、破除
迷信、清匪反霸、斗地主的内容和情
节，都在宣传抗战、表达救亡主题的过
程中，将艺术视角指向了人，并对人的
自身发展及其生存状态的改善给予充
分关注。

尤其是《白毛女》“旧社会把人逼成
‘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主
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启蒙的主题，并对
个体命运给予了深刻的同情。1947年，
马思聪在《新音乐的新阶段》一文中说：
“在抗战中年轻人是多多少少借着歌声
的号召而把力量贡献于祖国的，一直到
目前，这歌声还在继续号召年轻人向恶
势力搏斗，向光明前进，向正义看齐。
这一切是新音乐的贡献，是它的成绩。”
显然，这里的新音乐主要就是左翼抗战
音乐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这里对新
音乐的赞美也主要是对其启蒙意识的
肯定和认同。

但是抗战音乐的启蒙意义，一直未
能得到充分重视，甚至还有一种观点将
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认为抗战音乐只
在于救亡，而阻滞了自鸦片战争以降的
那种启蒙。之所以存在这种认识，就在
于未能从源头上看清救亡与启蒙在近代
中国与生俱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
同时共在，互为前提，相得益彰，不能仅
对启蒙作出一种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
性解放的狭义理解。当然，这种认识也
来自音乐理论界人为设置的那种二元对
立——所谓救亡派与学院派的博弈。于
是便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救亡派旨在救
亡，而放逐了启蒙；学院派承续了五四，
虽也不乏救亡，但重在启蒙；较之反对封
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救亡作为
一种革命，又似乎显得微不足道。这正
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重学
院派抗战音乐、国统区抗战音乐，轻左翼
抗战音乐、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的症结
所在。显然，这种音乐历史观与中国近
现代史学中的“告别革命”思潮有着内在
的关联。应当承认，历史上的确存在救
亡派的抗战音乐和学院派的抗战音乐，
尽管救亡派与学院派这两个称谓在当时
都是没有的。前者以聂耳为旗手，作为
新民主主义的左翼音乐文化；后者以黄
自为领袖，作为一种以民族意识和爱国
主义精神为支撑的知识分子文化。尽管
这两个不同流派的抗战音乐在表现形
式、音乐风格、审美取向等诸多方面存在
不同，但在救亡与启蒙这个问题上是具
有一致性的；尽管左翼音乐家在如何救
亡图存、如何启蒙大众的问题上发表了
一些与学院派作曲家不同的观点，并对
学院派音乐创作颇有微词甚至表现出批
判态度，但在抗日救亡这个大义上并不
存在分歧。救亡派与学院派之间更不会
因为救亡与启蒙的冲突而分道扬镳。总
之，无论是救亡派抗战音乐，还是学院派
抗战音乐，其救亡和启蒙意识都是显而
易见的，只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形式和
风格，诉诸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比如，
在救亡派的抗战音乐中，救亡意识诉诸
慷慨陈词、气宇轩昂的艺术表达，其启蒙
则在于唤起民众的自觉意识和爱国热
情；在学院派的抗战音乐中，救亡更多是
一种爱国思乡情结，启蒙则更多是家国
情怀，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或呈现
为诗意般的心灵自由。故在浴血奋战的
14年中，寓于抗战音乐的救亡和启蒙始
终是绑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分开过。救
亡派的抗战音乐如此，学院派的抗战音
乐亦如此。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任何一场来自
外敌的侵略战争都是一场灾难，但也是
一次启蒙和洗礼，因为它能充分激发民
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并能让人们真正感
到切肤之痛，进而获得民族觉醒。中华
民族正是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觉醒。
因此，抗战音乐的救亡作用不容忽视，
但其启蒙意义也必须重估，左翼抗战音
乐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的启蒙意义
更待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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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英雄》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
部作品，而且是影视剧和长篇小说同步推
进的。因为之前充分的采访和案头工作
为小说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所以创作
的时候，还是比较顺利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长篇小说《游击英雄》入选中国言
实出版社的“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
和读者见面了。
《游击英雄》最早的故事核，是我的

一个短篇小说《埋伏》，一万多字的篇幅，
反映抗日战争中诸暨沦陷后，新四军浙
东游击纵队的抗战故事。一名叫武喜春
的女游击队员救了受伤的国民党军营长
李昌鹏，李昌鹏最后加入了浙东游击纵
队，和诸暨人民在敌后战场上共同抗击
日寇。武喜春是诸暨乡下一个普普通通
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甚至还很自私，
她只是想太太平平过她的小日子，但在
乡亲们被杀戮，自己也差点遭受强暴的

情况下终于奋起反抗。故事很简单，甚
至都没有写到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戏，
但这也是一个比较硬核的抗战故事。

我是浙江诸暨人。在我的阅读视野
中，真实展现浙江地区抗战历史的文学
作品并不多，写女游击队长的作品就更
少。为此，我进行了细致的采访。

我始终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这句话。在写每一部剧本或是小说
作品前，我会先找来大量的相关资料
阅读，然后开始实地走访，感受当时
主人公生活和战斗的环境。创作《游击
英雄》 时，我先去了金萧支队的成立
地——诸暨璜山镇黄家店村。时值严
寒季节，又恰逢刚下过大雪，同行的朋
友说看一下就行了，但我坚持要去山上
走一走。山路虽然崎岖难行，却收获了
意想不到的创作素材。

黄家店村在大山的边缘，易守难攻，
方便发展抗日斗争，所以金萧支队当年
就看中并选择了这里作为成立地点。村
里人见有外乡人来很是客气，一聊起金
萧支队，村民还给我们介绍认识了当时
已经八十多岁的黄友桂老人，他是金萧
支队成立的见证人。在采访中，黄友桂

给我们讲到了当年村子里的女英雄张香
莲。张香莲是个寡妇，艰难地带着两个
孩子生活，但是对游击队员们如亲人一
般，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队员吃，被游
击队员亲切地称为“香莲妈妈”。金萧支
队成立后，她的家也成为了抗日游击队
的联络站，也因此被日寇抓去审问了 3
次。面对敌人的淫威，每一次她都是守
口如瓶，宁死不屈，最后敌人也无奈地把
她放了回来。还有一次，日军和伪军在
扫荡时，游击队员们奋勇抵抗，16岁的游
击队战士骆建忠负伤，张香莲冒着生命
危险把他救下，随后藏在卧躺的水牛旁
边，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在接受采访
时，黄友桂老人还声音洪亮地唱起了：
“枪支尖，枪支长，枪支挥舞发阳光。你
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军民团结，军
民 团结，牢牢团结起来把鬼子都赶
光……”老人说，这首歌当年在他们这里
是十分流行的。

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些实地采
访来的素材后来都写入了长篇小说《游
击英雄》中。真实的历史故事具有更加
生动和感人的力量，也因此，在我后面创
作的《老虎队》《双枪》等作品中，我也用
大量的时间去采访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当
事人，去实地走访当年的战斗地。虽然，
现如今大部分地方已经没有了当年战争
的痕迹，但是如在黄家店村采访时一样，
也会有意外的惊喜，激发起我创作的灵
感。而且，就算是这一素材在当下写的
作品中用不上，但在以后要写的作品中
说不定就能用上。

写完《游击英雄》时，天气还很是
炎热，我的心情也如夏日的温度一般热
烈。诚如《壮士出川》《可爱的中国》
剧中男主人公扮演者林江国在《游击英
雄》一书的推荐语中写到的：“这本书
反映的是在 14年抗战中最普通的一群
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不是在歌颂战争，
而是在告诉世人，不管有多艰难，这个
民族的魂都不会丢失。过去如此，现在
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不忘历史，警钟
长鸣！”林江国在这部剧中也出演了男
主人公李昌鹏。因为出演过众多军人形
象，本身也具有一种硬汉的气质，所以
他在这部剧中的表演很出色。无论是小
说、剧本创作者、导演、演员还是这本
书的出版者，大家都怀揣着对英雄、对
历史的虔诚和敬畏。我想，这种对民族
之魂和崇高精神的虔敬恰恰是作品能够
成功的关键所在。

怀揣对历史和英雄的虔敬
■骆 烨

李昌鹏：2020年 8月，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
纪念日前夕，中国言实出版社隆重推出
了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在这个重要
的时间节点，策划出版这套丛书，作为
社长，您有怎样的考量？

王昕朋：这套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
书由 9 部长篇小说构成，包括骆烨的
《游击英雄》、倪勤的 《弯弯的永定
河》、孟皋卿的《太行人家》、李克的
《神槐树下》、刘俊杰的 《卢沟桥抗
战》、王克臣的《寒凝大地》、杨洪军的
《疆场》、张润兰的《察哈尔英雄》，也
包括杨沫的名作《青春之歌》。策划出
版这套丛书主要是为了纪念。纪念英
雄，旨在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传承伟大
抗战精神，让读者铭记历史。读者通过
阅读抗战题材小说，会受到具体故事和
情境的感染，在激荡的情感作用力下，
于潜移默化中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积
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的现实力量。

李昌鹏：我注意到这套丛书，既包
含有《青春之歌》这样的红色经典，更
是推出了很多新人新作，有的作者可能
并不为读者所熟悉，在择定入选篇目的
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

王昕朋：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收
录的作品，既有像《青春之歌》这样的
经典名著，也有像《游击英雄》这样的
热播电视连续剧的同名小说原著。我
想，红色经典与新人新作的并置会产生
一种对话、碰撞、传承、融合的特殊效
果。抗战题材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富
矿，抗战题材小说一直是深受读者喜爱

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抗战题材领域里也
进行了长期探索与持续深耕，尽管现有
的抗战题材小说可以说不胜枚举，但是
可以挖掘和探索的空间依然十分广阔。
这套丛书中的作者，虽然有的尚不为读
者所熟悉，但都是非常具有创作实力和
潜力的，有的作者对于抗战历史有自己
独特的研究和发现。经过严格甄选，我
们为读者挑选出了艺术性、可读性兼备
的长篇小说作品，将它们集体推出，也
可以从某一侧面呈现出当下抗战题材小
说创作的特点和新质。

李昌鹏：近些年，抗战题材的影视
剧持续热播，有人觉得电视剧“分走
了”抗战小说的“流量”，看电视剧的人
远比看小说的人要多，因此，觉得抗战
题材小说出版后的市场前景并不乐观，
对此您怎么看？

王昕朋：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
也不能用“零和思维”的观念去看待这
种现象。抗战剧和抗战小说都可以满足
人民群众的历史认知需求和文化审美需
求，抗战剧的受众可以继续成为抗战小
说的读者，抗战小说的受众也可以返身
成为抗战剧的粉丝，二者之间应该是一
种“正和博弈”的关系。这套丛书中也
有像《游击英雄》这样的已经改编成电
视剧的长篇小说作品，好的小说文本为
电视剧生产提供了优质的母本，而电视
剧的热播又会助推小说的阅读。

李昌鹏：某些粗制滥造的抗战剧被
观众们称为“神剧”，吸引了众多观众眼
球的同时，也极大地消解了抗战历史的
真实性、严肃性，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
应。这套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书秉承着
严肃的历史观和真诚的创作态度，是否
也有反拨“抗战神剧”这种不良创作倾
向的考虑？

王昕朋：针对这种不良的倾向，我
们确实进行了思考。现在对“抗战神

剧”的批判和反思无论是对于艺术创作
者还是受众，都达成了广泛共识，尤其
需要警惕的是将抗日战争游戏化、娱乐
化、虚无化。对于这种背离历史真实的
不良创作倾向的反拨和扭转也早已开
始。事实上，抗战题材创作在中国有极
为深厚的受众支撑，广大读者尤其是青
少年读者对于真正优秀的抗战题材文学
作品不仅是欢迎的，而且是渴求的。

抗日战争是全民参与的人民战
争，这场战争的英雄，是我们的先
辈。在中华大地上，曾经遍地英豪，
因此积淀、留存在民间的抗战记忆是
深厚而且丰富的。有些作品虽然艺术
水准不高，但依旧可以吸引一定的受
众关注，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伟
大的抗战精神是流淌在人民群众的血
脉之中的，这是问题积极的一面。但
是，这也同时提示我们，切实提升抗
战题材文学创作的水准是一个迫切而
长期的任务。我们对这一历史进程的
书写还远远谈不上充分，这也给当下
的作家留下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我们出版这套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丛
书的原则是面向市场，却并不唯市场
论，我们始终秉持严谨的态度对待作
品，尊重历史，尊重真相。像丛书中的
《寒凝大地》，虽然是长篇小说，对历史
事实做了艺术化的虚构处理，但作者所
写的故事还是以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为原
型的，其中的史实还是经得起推敲的。

从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立
场和态度，可以看到历史和生活的影子，
反过来说，通过受众的审美和趣味，也可
以窥见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质地。我们
出版这套丛书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抗战
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需要，更长远一点来
说，也是为了通过这种有灵魂、有质量、
有温度的叙事，为我们民族整体历史观的
建构，增添一种生动有力的文学注脚。

为抗战历史增添文学注脚
■王昕朋 李昌鹏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